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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认为，人们在四种特殊情境中尤其容易发生失调：

决策、强迫服从、接触信息和社会支持。①其中，

在接触信息情境中，接触与个体认知不协调的异见

（dissents）进而产生的认知失调，与群体人数及意

见分歧程度有关。②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模

糊了异质群体的社会界限，使在线用户更频繁地接

触到异见信息，极大增加了认知失调发生的可能。③

同时，个体在认知失调状态下容易产生情绪化表达，

此类负面信息传播扩散后会形成信息污染造成他人

的认知失调，从而产生恶性循环④，尤其在突发公共

事件信息传播过程中，认知失调产生的负性驱动力

会显著影响网民的冲动分享意愿。⑤因此，在线认知

失调状态引发的表达和行为具有空前的研究意义。⑥

既然个体在线接触“异见”时有发生，普遍认

知失调后的负面情绪又不可避免，那么如何降低失

调情绪作用下的攻击性表达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

的一些国际研究表明，在内容治理与素养教育等长

线策略之外，基于交互设计的即时干预能够及时调

整人们的在线行为结果。例如正在实践中的“事实

核查提醒”（fact-check alert）能够有效提高用户的

审慎程度，抑制用户对虚假新闻的分享意愿，降低

假新闻的传播⑦，转发确认前弹出的“准确性提醒”

将用户的真相辨别水平提高近两倍，从而有助于延

迟虚假信息的传播。⑧那么，即时的交互提醒是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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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降低个体失调情绪、约束攻击性表达？这即

是本研究的缘起。

基于上述背景，研究聚焦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

普遍存在的认知失调状态，采用在线实验的方法探

索情绪调节相关策略对于用户攻击性表达的干预作

用，将经典理论的适用性拓展到了在线环境，并从

交互设计角度为互联网非理性行为和舆论偏倚治理

提供重要实践启发。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认知失调：理解网络攻击性表达的重

要视角

认知是指个体利用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主观直觉

判断对相关信息进行加工、感知、评估并形成特定

逻辑的思维过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

格（Leon Festinger）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

人们有维持内在认知一致性的心理倾向，接触到与

自己态度认知不协调的信息后，失调感会影响原有

的稳定状态，造成压力、紧张、不悦等负性情绪。⑨

这些负面的情绪体验产生的驱动力，促使人们通过

改变认知、改变行为、增加新的认知以及改变认知

权重四种基本方式来减轻失调感。

随着信息多样化与开放化，用户几乎难以避免

接触异见信息。作为解释人类态度和行为的重要理论

之一，已有研究将认知失调拓展至在线环境中。有

研究指出，当接触不一致的在线帖子或态度不一致的

信息时，人们会经历信仰冲突并形成负性情绪。⑩在

情绪渲染下，个体会自我暗示非理性行为的合理性

与合法性11 ，并经由算法推送形成情绪共振和情绪共

同体12 ，将网络舆论引向极端，伴随着侮辱、谩骂、

诽谤，逐步发展成网络暴力，造成社会危机13 。如何

干预认知失调所带来的负性情绪和攻击性表达成为

网络治理的重要研究议题。

（二）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在线干

预的可能

情绪调节是指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改变情绪体

验或表达的过程14 ，在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具有重

要意义是多年来心理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在相关

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格罗斯

（James J.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理论受到广泛关

注与应用。格罗斯认为，个体的情绪调节相当于一

个动态的过程，其调节的方法在各个阶段都存在着

显著的差别。15 根据情绪产生的不同阶段，格罗斯提

出了多种情绪调节路径，主要有选择情景、修正情

景、注意分配、认知改变（认知重评）、反应调整（表

达抑制）等五种调节方式。

其中，认知重评指从认知层面对情绪情境或事

件进行重新解读和理解，能够降低消极情绪体验，

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与维持，在认知、心理与社会

交往方面均有更积极的表现：认知重评会增强正面

的主观情感与行为表达，对于人际关系、社会互动

产生积极影响。16 经常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人对愤怒

的反应更少17 ，较好的认知重评能力与潜在的危险性

行为存在负相关。18 此外，采用指导语方式提示个体

进行认知重评，能够显著减少被试的负性情绪体验

和厌恶的面部表达行为。19 认知重评的上述优势为网

络社交、网络暴力、负面评论等在线行为提供了有

价值的研究思路。在社交媒体情境下，开展基于认

知重评的即时交互提示干预研究，有助于发挥个体

的情绪调节作用，控制网络攻击性表达，合理推进

舆情事件的解决进程。

三、研究假设提出

在多项研究中，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展现了最

佳的情绪调节效果。20 “表达抑制”是指对负面情绪

发生后的自我克服与压制，而“认知重评”聚焦情

绪产生早期，提倡个体通过重新评价负性情绪刺激，

调整对事件的认知与意义解读，从而降低负性情绪

体验与表达21 ，是一种同时具有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

的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22 有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

化更加鼓励个体实施“表达抑制”策略进行情绪调

节23 ，因此对中国被试而言，比起重新评价情绪刺激

人们更习惯去抑制负面情绪24 ，采用“表达抑制”进

行情绪调节，而“认知重评”则较少被实践和检验。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1: 在认知失调的情况下，认知重评能力高的个

体具有更低的攻击性表达。

H2: 在认知失调的情况下，表达抑制能力高的个

体具有更低的攻击性表达。

根据关注角度的不同，有学者将“认知重评”

分为：分离认知重评（detached reappraisal）与积极

认知重评（positive reappraisal）。25“分离认知重评”

采用自我关注的视角，通过调整自我与情绪事件的

心理距离，重新解读自身与情绪刺激的关系，个体

将注意力剥离情境，采用非情绪的视角解读事件，

降低负面情绪反应；“积极认知重评”采用情境关

注的视角，旨在通过改变情境的意义或情绪刺激的

结果来调节情绪。个体用积极乐观的视角解释情境，

情境的消极性质并未改变，但强化了其中的积极方

面和积极结果。26 根据认知重评的加工层次也可以将

其分为“意识调节”和“无意识调节”。意识调节

主要体现为指导性认知重评，在实验过程中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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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具体的认知重评策略提示，从而影响被试的情

绪27 。因此我们提出：

H3：在认知失调情况下，分离认知重评提示能

有效降低在线攻击性表达。

H4：在认知失调情况下，积极认知重评提示能

有效降低在线攻击性表达。

既往研究中，对于分离认知重评与积极认知重

评同维度的情绪调节策略研究较少。由于本研究关

注在线状态下用户心理与行为的特殊性，研究尝试

在常规的分离认知重评、积极认知重评之外，探索

和引入其他适用于“在线情境”的认知重评启动策略。

共情（empathy）被认为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前

提。28 研究普遍认为，个体的共情水平与其亲社会性

成正比29 ，与攻击性成反比30 。近年来传播理论研究

中，“共情传播”（empathetic communication）被定

义为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

散过程31 ，在对外传播构建中国叙事体系32 、影视作

品、直播带货及真人秀中的应用研究颇为广泛。多

数研究者认为，诉诸“共情”可以产生正面社会效益：

共情传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

起受众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33 ，诉诸“共情”也是

理解舆论场融合的新视角，通过共情积极联结主流

意识与公众主体，形成社会凝聚的有效机制。34 然而，

面对大量的网络异见信息与情绪化表达，共情的作

用还有待考证。因此，本文将共情体验纳入干预视野，

提出以下假设：

H5：共情提示启动认知重评能有效降低在线攻

击性表达。

此外，社交媒体被视为以个人主页为基础搭

建的数字关系网，强调用户的身份表演和基于好

友 链 接 激 活 的“ 潜 在 连 接”。 35 数 字 声 誉（digital 

reputation）也被称作在线声誉（online reputation），

是互联网社交环境下用户特有的形象标识。对于用

户个人而言，一切在互联网上可见的电子足迹（digital 

footprint）皆与数字声誉相关，如个人简介、上传的

照片、发表的评论文章及参与的点赞转发、消费记

录、浏览记录等。个体数字声誉作为一种信号，可

在一定范围内帮助他人识别该个体的形象资源，进

而影响对该个体采用的行为策略。 36 数字声誉正迅

速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货币。37 数字信息难以彻底删

除，并且能实现快速共享。研究发现，对数字声誉

的追求有助于个体在面对虚假信息时保持思考、降

低转发的概率。38 因此提出：

H6：数字声誉重评能有效降低在线攻击性表达。

综上，本研究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

础上，拟对不同重评干预方式的有效性展开实验，

探索认知重评策略中常用的两种重评方式——分离

认知重评与积极认知重评，以及适用于个体在线情

境的两种重评方式——共情重评与数字声誉重评，

探索在同等异见情境下，此四种不同认知重评提示

对用户在线攻击性表达的干预效果。

四、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在线实验法（Online Experiments）

展开研究，通过真实的互联网舆论事件中的信息作

为刺激材料来模拟在线环境的方式展开干预研究39 ，

于 2023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13 日在见数平台上开展

两轮实验前测，并根据结果不断完善实验材料、指

导语、被试反馈题目等，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正式

发布问卷，问卷被采纳后自动发放报酬。在正式研

究中，本次实验共收到 549 份数据，筛选掉“作答

时间过短”“连续作答相似选项”等总体质量较低

的 49 份数据，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500 份。

（二）实验材料

1. 新闻材料

研究围绕 2023 年初的微博争议性话题“妈妈带

男童进女厕”选取两则分别发表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与 2 月 1 日的主流新闻媒体的真实报道为实验材

料，控制两篇新闻具有同等主流媒体影响力，表述

客观，立场中立，篇幅相当。两则新闻均在短时间

内在微博产生激烈的双方争论，甚至冲上微博热搜，

符合本文的对立异见的研究特征。

2. 异见材料（情绪刺激材料）

为了模拟在线环境中接触与自身意见相左的观

点的冲突，研究从微博讨论中，选取了两则体量相当、

意见相左的真实评论作为异见材料。为了尽量保证

还原和模拟，异见材料均来源于微博网友针对相关

话题的真实发言截图，且均包含明显的不文明词汇

与负面情绪，通过平衡材料的体量、篇幅和表达尽

量保证对被试的情绪刺激力度相近。

（三）变量测量
1. 认知失调情绪

采用认知失调情绪测量问卷（表 1）用来测量

被试阅读异见信息之后的情绪状态。40 其中包括积极

情绪、自我指向负性情绪和一般不适情绪，题项采

用 7 分量表，按照量表计分法，产生较高的“一般

不适情绪”得分，则认定为认知失调情绪产生。在

本次试验中，量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 α= 0.732，

KMO=0.877）。

2. 情绪调节能力

选 取 了 情 绪 调 节 问 卷（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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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ERQ）41 ，测量个体对于认知重评和

表达抑制两种基础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倾向。题项

采用 7 分量表，包含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子问

卷（表 2），认知重评包括“当我想让自己感受到

更多积极情绪时（比如高兴或愉快），我改变我的

想法”等六个题项，表达抑制包括“我会控制自己

的情绪”“当我正处于积极的情绪时，我很小心地

不让情绪表露出来”等四个题项。在本研究中情绪

调 节 量 表 的 量 表 信 效 度 良 好（Cronbach α= 0.81，

KMO=0.82）。

3. 攻击性表达

为了规避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社会赞

许效应”，考虑到被试身处调查研究的情境中较难

真实表达，“点赞他人评论”和“发表自己的想法”

相比，前者更容易展现被试的真实想法。研究从海

量的网友评论中摘选典型评论，12 条微博网友真实

评论被根据具体用词、表述、情绪化程度等从低到

高逐一赋 1-6 分（表 3），经过两位编码员比较对照

得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0.87），被试被

要求从符合自身立场的六条攻击性程度不同的评论

中选择一条进行“点赞”，分值越高则代表攻击性

表达的程度越高。

（四）实验流程

本研究设置了一个对照组和四个实验组。平台

实现随机分配被试人数，保证组间被试的随机性和

数量均衡。五组被试首先阅读新闻材料，对客观报

道的事件表态，并根据态度自动匹配相反态度的异

见材料，并随即接收认知失调情绪测试。在干预环

节中，对照组被试不采取任何情绪干预措施；四个

实验组被试分别进行分离认知重评、积极认知重评、

共情认知重评或数字声誉四种类型的认知重评指

导。干预环节结束后，围绕同样的问题进行态度后测，

系统匹配符合被试后测立场的六个攻击性程度不同

的评论选项，要求所有被试选择当下最想点赞的评

论。完成后，被试将进行情绪调节能力问卷测试，

之后结束实验（图 1）。

五、研究结果
（一）被试信息与操纵性检验

本研究最终招募有效被试 500 人，平台系统自

动随机分配，实现一个对照组和四个实验组各有 100

名被试。其中男性 173 人（35%），女性 325 人（65%），

经检验组间样本在性别、年龄、学历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随机性得到保障。认知失调（Cronbach α= 0.732，

测量变量 题项内容

认知重评能力

当我想让自己感受到更多积极情绪时（比如高兴或愉快），我改变我的想法。

当我想让自己感受到更少消极情绪时（如悲伤或愤怒），我改变我的想法。

当我面对压力情景时，我使用有助于保持平静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当我想让自己感受到更多积极情绪时，我改变自己对处境的考虑方式。

我通过改变自己对处境的考虑方式来控制我的情绪。

当我想减少消极的情绪体验的时候，我改变自己对处境的考虑方式。

表达抑制能力

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当我正处于积极的情绪时 , 我很小心地不让情绪表露出来。

我控制自己情绪的方式是不表达出来。

当我正感受到消极情绪的时候，我确保不表露它们。

表2  基本情绪调节能力量表（ERQ）

表1  认知失调情绪量表

子量表 情绪词汇

积极情绪 愉快的（good）、对人有好感的（friendly）、幸福的（happy）、积极的（optimistic）

一般不适情绪 不舒服的（uncomfortable）、不安的（uneasy）、烦躁的（bothered）

自我指向负性情绪
对自己感到生气的（angry with myself）、丢人的（ashamed）、对自己感到厌恶的（disgusted with myself）、

内疚的（guilty）、嫌弃自己的（self-critical）

表3  攻击性表达赋分规则

具体用词 表述情况 情绪化程度 赋分

无负面用词 陈述句 情绪温和 1

无负面用词 反问句 情绪较强，带负性情绪 2

贬义词 反问 / 感叹句 情绪较强，带负性情绪 3

不文明用词 反问 / 感叹句      明显负性情绪 4

不文明用词 攻击性表述 明显负性情绪 5

不文明用词 攻击性表述 极端负性情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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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验流程

KMO=0.877）测量结果显示，用户在被操纵看到与

自己立场不一致的意见时，一般不适情绪（M=4.9220，

SD=1.32375）显著高于其他两项，说明异见信息引

发了较多的“一般不适情绪”，研究设计达到了明

显的情绪刺激效果（表 4）。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积极情绪 500 1.00 7.00 2.4440 1.20000

一般不适情绪 500 1.00 7.00 4.9220 1.32375

自我指向
负性情绪

500 1.00 6.60 2.4672 1.33531

表4  认知失调情绪测试得分

（二）情绪调节能力能否降低攻击性表达

对照组（n=100）在不实施指导语干预的情况下，

在认知失调情绪产生初期通过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

（认知重评能力和表达抑制能力）对攻击性表达进

行调节，极端分组法（extreme grouping）下通过独

立样本 t 检验，在高低不同的攻击性表达组别中，

认知重评能力（t=0.608，p=0.546）和表达抑制能力

（t=-0.221，p=0.826）的差异均不显著（表 5）；进

一步地，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的认知重评

能力（t=0.999，p=0.320）与表达抑制能力（t=-0.582，

p=0.562）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综上，两种基础情

绪调节能力均无法显著影响认知失调情况下个体的

攻击性表达。因此本研究的假设 1、假设 2 均不成立。
表5  对照组中高低攻击表达的情绪调节能力 t检验（n=100）

极端分组
（平均值 ± 标准差）

认知重评能力 表达抑制能力

高攻击性表达（n=27） 5.33±0.73 4.96±0.93

低攻击性表达（n=27） 5.22±0.69 5.02±0.92

t 0.608 -0.221

p 0.546 0.826

*p<0.05，**p<0.01

（三）不同认知重评干预方式的效果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无干预组（对照组）与

四种干预方式组（实验组）之间的攻击性表达呈现

出显著性差异（F=3.079，p<0.05），说明干预存在

显著影响，不同实验组之间的差异

如图 2 所示，与不接受干预的对照组（M 对照组

=1.93）相比，分离重评组（M 分离重评组 =1.60）、

积极重评组（M 积极重评组 =1.53），数字声誉重评

组（M 数字声誉组 =1.53）在干预后均显著降低，而

共情重评组（M 共情重评组 =1.94）干预无效，甚至

攻击性表达程度有所升高。

同时，以实验组为自变量，攻击性表达为因变

量，使用 LSD 方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分析（表 6）

也显示，与共情重评组相比，分离重评组（p=0.046）、

积极重评组（p=0.016）、数字声誉组（p=0.016）

的差异显著，共情重评组与对照组（p=0.953）相比

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说明比起不采取任何

干预方式，在负性情绪产生的初期，若对用户进行

分离重评、积极重评或数字声誉重评提示干预，有

助于显著降低攻击性表达，但实施共情认知重评的

干预策略无效。

六、讨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以真实新闻及其引发的社交媒体评论为实

验材料，探索了在线环境下个体基础情绪调节能力

和四种认知重评策略对于攻击性表达的干预作用。

研究表明：首先，在认知失调的情况下，用户个体

很难依赖情绪调节能力对攻击性表达进行显著的抑

制；其次，即时的积极认知重评、分离认知重评、

数字声誉重评提示都能有效降低攻击性表达，在现

实应用中，积极提示与声誉提示尤其成为交互中可

探索的实践路径；再次，基于在线环境，共情重评

提示并不能有效降低攻击性表达，甚至有引发极化

情绪的可能。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讨论。

第一，“回避式”引导不适用于网络互动情境，

在线干预有其实践必要性和重要性。数据表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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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实验组攻击性表达与对照组比较

照组中不经过任何干预的攻击性表达难以受到个

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

实的在线环境中，依靠用户自身的情绪调节甚至更

长线的素养教育来降低攻击性表达的效果较为有

限，适当的即时干预具有必要性。而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中的三组：分离重评干预、积极重评干预、

数字声誉干预都显著降低了攻击性表达的产生，但

三组在在线环境中的具体应用方式也值得进一步

讨论。

比起分离认知重评，积极认知重评体现出更好

的干预效果，然而这与当下的互联网内容治理整体

“回避”的思路存在分歧。应看到，个体的情绪表

（I）实验组 （J）实验组 平均值差值（I-J）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对照组

分离重评 .330 .053 .00 .66

积极重评 .400* .019 .07 .73

共情重评 -.010 .953 -.34 .32

数字声誉 .400* .019 .07 .73

分离重评

对照组 -.330 .053 -.66 .00

积极重评 .070 .681 -.26 .40

共情重评 -.340* .046 -.67 -.01

数字声誉 .070 .681 -.26 .40

积极重评

对照组 -.400* .019 -.73 -.07

分离重评 -.070 .681 -.40 .26

共情重评 -.410* .016 -.74 -.08

数字声誉 .000 1.000 -.33 .33

共情重评

对照组 .010 .953 -.32 .34

分离重评 .340* .046 .01 .67

积极重评 .410* .016 .08 .74

数字声誉 .410* .016 .08 .74

数字声誉

对照组 -.400* .019 -.73 -.07

分离重评 -.070 .681 -.40 .26

积极重评 .000 1.000 -.33 .33

共情重评 -.410* .016 -.74 -.08

表6  LSD多重事后比较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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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够增强参与感与群体认同。有研究分析了 74 起

网络舆论案例，发现都出现了网友“私人情感的移

置”，在网络舆论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网友的情感

参与几乎无法避免。42 在本次研究中，要求被试通过

“情境剥离”来进行非情绪化解读，这无疑需要消

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对被试的“认知控制”提出了

一定的要求，不适用于快节奏、群体多样的互联网

信息传播。无论从在线舆论的发展逻辑、信息传播

特性或是参与群体来看，分离认知重评的干预效果

都将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积极认知重评通过强调情

境的积极意义来进行情绪调节。个体虽然受到负面

情绪刺激，但是经过干预提醒也会同时承认事件中

的积极因素。例如本次积极重评实验组中提到的“网

友的争论会推动类似事件得到重视”“公共厕所设

施的建设会越来越好”，这些既定或潜在的乐观设想，

也是这个消极事件中固有的积极方面。辩证的视角

有助于对冲和消解用户的负面极化情绪。在东方的

集体文化背景下，人们更倾向在消极情绪和积极情

绪之间保持某种平衡43 ，这样的思维方式易于被网

友接受。对负面事件不劝解、不回避，但进行积极

解读，是降低消极意义的有效途径。

同时，数字声誉重评实现了更好的干预效果，

这也表明通过强化“他者审视”意识，能够提醒个

体约束非理性表达冲动，审慎对待在线表达。社交

媒体被界定为“公共的私人领地”，这不仅揭示了

数字平台公域与私域边界模糊的现状，更是再次说

明了私人身份表露、隐私管理行为与用户参与公域

的意见表达活动的紧密关系。44 社交媒体的“匿名性”

特征削弱了用户参与讨论的心理负担，降低在线行

为的责任感，从而对网络暴力造成影响。45 而数字

声誉作为一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通过提示

被试“家人、朋友、同事等”都会看到点赞的内容

并识别被试的网络身份，可以引导被试谨慎考虑点

赞内容，有助于实现理性、友好的网络互动。未来，

如何平衡网络匿名性和表达非理性仍是社交媒体时

代的重要课题。

第二，滥用共情引导策略可能适得其反，引发

极端情绪。在本次研究中，共情认知重评的干预显

示出了高于对照组的攻击性表达。大量研究表明，

由共情引发的网络利他主义有助于个体的道德选择，

避免网络失范行为。46 但需要注意的是，共情是一个

复杂的心理过程。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

Cohen）提出“共情回路”的概念，并详细列举了影

响共情的 12 个因素。47 一方面，共情与个体自身的

负面情绪密切相关48 ，在本次实验设置的情境中，无

论母亲还是其他女性，双方的争执均从一定的负面

情绪体验经历出发。在这种情境下，共情可能会让

个体“过度体验”他人的负面经历，与负面情绪产

生过度共情甚至共情疲劳，造成反面效果，加强自

身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共情的对象也会影响到干

预效果。个体更容易对群体内部及相关个体产生共

情，进而会导致偏见与不平等的现象。49 被试均被要

求代入与自身态度明确相悖的外群体立场（母亲或

其他女性），体会他人的难处，由此可能造成对他

人不适、焦虑、厌恶的情绪反应，偏离“利他”的

行为倾向。50 此外，被试对情绪调节的态度也会影响

情绪调节的策略选择与干预效果。51 研究采用的干预

方式并无法得知被试进行了“自主共情”还是“强

制共情”，后者可能会造成反向效果。总之，在充

斥着负面、异见信息的网络环境中，共情的作用机

制还有待探究完善，基于共情展开舆论引导仍需要

考虑具体情境的影响。

实验所检验的四种认知重评方式及其间的关系

值得更多归纳和讨论——如文献基础所述，分离认

知重评与积极认知重评作为认知重评中的两种基本

干预方式，通过启动（priming）被试的即时思考方

式来实现干预效果，数字声誉作为在线环境下的独

特“行为后果”，也增加了对被试启动的思考因素，

因而共同降低了非理性表达；而共情认知重评干预

作用于被试的情绪启动，鉴于情绪启动的复杂性，

极易产生更复杂的干预结果。

（二）研究贡献与不足

当前，多元信息共存的社交媒体并不必然带来

开放理性的舆论环境52 ，网络平台在性别、儿童等

议题上常呈现争议对立倾向，认知失调所产生的负

性情绪和对认知元素协调的无意识调整会进一步诱

发人们的攻击性表达。首先，从理论层面看，研究

起源于互联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深入挖掘网络用

户的认知过程，将认知失调的理论适用性扩展到在

线环境，检验了在异见接触下个体用户的普遍失调

状态。其次，在“情绪先行”的时代，研究探索了

多种认知重评策略对于个体的负面情绪调节作用，

并积极尝试其他适用于在线行为的可能路径，丰富

了当下认知重评策略在信息传播、在线行为方面的

研究成果，为未来舆论干预策略制定和社交媒体交

互设计提供视角和实证案例。

本研究在网络调研平台开展在线实验，受到平

台实验流程设计和功能的限制仍有很多反思和不足，

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重视。针对网络舆论事件

的刺激材料选取在大量的筛选基础上尽力保证客观，

但仍难免有一定的主观性，对真实互联网情境的还原

度还有提高空间。数据显示，在非理性表达测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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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展现了高于实际互联网发言的理性水平，鉴于研

究话题的道德因素难免体现了一定的社会赞许效应。

但几种干预结果的比较仍然在同一情境下进行，具有

实证价值。实验情境下的数据有待在自然环境下再做

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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